









吴大学学报》等均刊登书评 , 给予了较高评价。此后 , 王日根先生继续耕耘于该领
域, 继续发表了系列论文, 对会馆前史、会馆在近代以后的演变 , 会馆在社会变迁中
的功能及其局限等作了进一步思考 , 并观照目前国内外的学术成果 , 近期 , 由东方
出版中心出版的《中国会馆史》则将会馆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一、近年来会馆史研究呈现兴盛局面
20世纪二三十年代, 窦季良《同乡组织的研究》主要考察会馆的组织状态 , 何炳
棣《中国会馆史论》主要是把会馆作为移民的索引。50年代以后 , 会馆多被当作行
会, 成为讨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指标。






源, 从浩瀚的笔记、方志、诗歌、小说中铢积寸累 , 提炼出有关城市空间的文化内容
与思想。刘凤云认为: 在商人追求“名高”、向往儒化的趋势下, 在“士商异术而同志”
的观念变迁的影响下, 会馆中士商“混迹”的现象屡见不鲜。或是士商共同主持会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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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的制度变迁》的论文。该文认为: 18世纪至19世纪之间 , 苏州、上海两地商人捐建












甘会馆》(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) , 近期, 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会馆文化丛
书》( 第一辑) 分《走马飞舟赊旗镇》、《黄河汴京徐府街》、《洛水廛河映王城》和《漕运
重地周家口》4册 , 它们分别从会馆入手 , 在呈现明清商业文明繁盛的同时 , 梳理商
业会馆成长发展的脉络 , 展现其文化内涵 , 勾勒贯通中原的商路 , 是了解中国古代
商业会馆的通俗读本, 也是研究会馆文化的珍贵文献。
许檀对河南会馆进行了系列深入的研究。如《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——以山
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》( 《史学月刊》2005年第6期) , 《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
业——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》( 《历史研究》2004年第2期) , 《清代河南的北
舞渡镇——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》( 《清史研究》2004年第1期) , 《清代
中叶的洛阳商业——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》( 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》
2003年第4期 ) , 《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——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
察》( 《中国史研究》2003年第1期) 等, 对河南各商业城镇山陕商人的经营活动、会馆
组建及其运作进行了翔实的分析和研究。
刘正刚的《广东会馆论稿》(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) 堪称“地方性会馆研究







另外, 蓝勇、任放、范金民分别对长江上、中、下游会馆的分布进行过分析 , 揭示
了会馆作为商业发展的成就的标志意义。像刘芝凤的《发现明清古商城》是关于湘
西洪江的揭示, 周昭京的《潮州会馆史话》是关于潮州帮商人会馆的专题研究成果。
还有韩顺发著《关帝神工开封山陕甘会馆》(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) , 河南省古
代建筑保护研究所、社旗县文化局编著《社旗山陕会馆》( 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) , 王
支援主编的《潞泽会馆与洛阳民俗文化》(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) , 胡春焕、白鹤
群著《北京的会馆》(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) , 汤锦程著《北京的会馆》( 中国轻工
业出版社1994年版) , 黄浙苏、钱路、林士民编著的《庆安会馆》( 中国文联出版社 )
等, 像王云对聊城山陕会馆有专门的研究, 李刚、宋伦也偏重研究山陕会馆。
近期, 一些研究讨论到会馆与商会问题。如冯筱才的《在商言商: 政治变局中的
江浙商人》( 上海社会科学院2004年版) , 陶水木的《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
究》( 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) , 李坚的《上海的宁波人》等。
从资料上看, 近期出版了若干资料集。如彭泽益主编的《中国行会史资料集》,
王国平、唐力行主编的《苏州社会史碑刻资料集》等。





王日根在对明清会馆研究的基础上 , 在《中国会馆史》( 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7






合。前期的邸舍包含了后期的会馆的基本功能, 但后期会馆则显得更加灵活 , 更有
活力, 更能适应形势的变迁, 也更能在广阔的空间发挥作用。”从商业上看 , 行是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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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期 , 其间尽管呈现出蜕化转型 , 乃至商会成立后会馆以团体会员形式加入商会 ,
同乡纽带依然坚韧。在海外, 会馆则一直兴盛至今, 同乡性依然是一条基本纽带。这
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团体意识的组织形态, 其中有诸多积极的意义 , 也不乏
若干消极的影响。一些会馆个案的剖析足以给我们明晰的认识。











扶助社会公益事业等功能。于是, 会馆往往与政府有着较一致的文化追求 , 会馆本
身多不表现为对传统文化道德的否定, 而是体现出对传统优秀道德的维持和坚守。
正因为如此 , 会馆与政府间并不表现为矛盾与对抗 , 而是存在着相互补充、彼
此互摄的关系。虽然在会馆建设的早期, 会馆处于自发的状态, 却发挥着敦厚官品、
官僚们相互淬砺的功能。到了明末清初, 会馆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 , 避免地方恶
霸势力对会馆的侵害 , 申请立案 , 亦往往得到政府的支持 , 且以碑铭的形式昭告世
人, 这更体现了二者利益的相通。在这个意义上, 我们不宜拘泥于西方官民二元对
抗的思维定式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, 官民往往遵守着共同的价值理念 , 均有着“修
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想 , 分别以不同的身份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尽着自己的
努力。王日根认为: 在明清社会管理中, 官方和民间各有自己的“自域”范围, 又有共
同可以参与的“共域”范围。王日根试图摆脱对西方学者“二元对立”和“公共领域”




渗、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的交融 , 又体现出对文化的继承和文化的更新的兼顾 , 其
积极追求进步的导向性是很明显的。这或许应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的一种参考路径。
王日根认为: 会馆文化往往通过会馆的神灵设置来体现。先是单一的乡土神设


















客观地说, 王日根的会馆史研究仍主要偏重于对会馆理想性的研究 , 更多地强
调了会馆的积极方面, 就具体会馆所作的个案解剖仍很不足 , 会馆中所呈现出的富
人俱乐部性质、会馆管理者对公共财产的侵蚀、一些会馆之演变为政治的对立面等
方面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。
会馆自明代出现以后, 历经时代变化, 会馆本位的坚持、会馆功能的扩展 , 以及
会馆管理方式的变化中内容丰富, 也值得当更细致地解剖分析。
就会馆资料而言, 目前许多地方修复了经风霜剥蚀的会馆建筑 , 一些会馆的碑
刻也重见天日, 会馆征信录、账簿、会馆的纪念刊纷纷被挖掘出来, 海外会馆更是散
布于世界各地, 各自的活动记录多有保留。因此, 我们期望着王日根能坚守这一领
域, 做更多的资料搜集和汇编工作, 并在此基础上, 进一步深化会馆史的研究。
(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)
【责任编辑: 刘 强】
江涛: 会馆史研究的新高度——王日根《中国会馆史》述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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